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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社会的精神气质是物义论的，即物是至高无上的主宰。现代性的道德是为物的占有服务的，

实现的是物的占有过程中的秩序，因此，道德与精神是分离的。物义论把道德及道德教育带入了什么境地？

现代性生活是否在观念上已经“除道德化”？现代人是否具有知识而无德行的布尔乔亚人？本文试图回答

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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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精神的分离 

按照社会学家卢曼（ N.Luhmann ）的话说，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是分殊化

（differentiation），在思想观念层面和社会实践层面都不存在任何的统一体和统一性。传统

社会的道德观念、道德价值、道德行动按照统一性区分善与恶、对与错等已经很难解释社会

现实。不仅各个社会领域与宏大的基础结构分离化，不再依赖宏大结构而自主发展，而且在

同一领域之内，不同方面也发生了分离化，如宗教与道德的分化，教育与人格的分化，这一

分化对生活世界的伦理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 

在现代社会，人的自然权利的正当性与人的美好生活或人的道德目的发生了分离。古典

理性的“自然正当”为美好生活的德性提供真正永恒的基础，人的现实的道德目的与美好生

活的理想来自于哲学对“自然正当”的理解。但是，当“自然正当”转变为人的合法的自然

权利的时候，道德成为为了自然权利的，自然权利重于人的道德目的和德性，现代性道德成

为对一系列“权利”的主观诉求，把道德看作是个人的自由意志决定的。自然权利与道德目

的、与德性的分化彻底把道德抛入了没有根基（rootless）的状态。社会的分化本身使得人

们对道德意义的共契不再可能，也就是说社会价值观等一切的分化使得道德意义产生分化，

不再有共享的道德意义与道德目的，区分善恶的标准和基础无法在全社会形成一体化的共

识，在一定意义上说，宗教、观念的宏大叙事等不再能够担当道德目的和理性的严肃生活的

基础。人们的道德叙事成为多元的或冲突的。这就是现代性的道德价值的合法性的泛滥。2 现
代性道德是以主观性为基础的，其结果是对自然的遗忘和所有的道德标准的历史化和相对

化。一方面是同一性在多元社会里的亏空，另一方面是道德分化的合法性泛滥。 

权利与道德意志的分化，意味着现代性社会更加注重权利的伸张，而忽视道德意志的培

养。把道德意志本身自然化，看作是人的先验的自由意志，看作是权利保障之后的人的自主

发展的事情，这使得个人更注意在社会比较和社会分配中更加重视权利状况（这非常重要），

导致个人忽视了个人的道德意志，从而把道德卑劣或恶行归咎于外部。一方面是道德主观性

的形成，另一方面却是道德责任的不可承当。 

道德系统自身的分化在现代性生产过程中也是重要的社会分化领域。涂尔干(E. 
Durkheim)在分析现代性社会的变迁中，把道德关系紧密度的增加看作是现代分工的后果，

这是人在社会分化之后不得不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所要承担的道德关系，也就是说个体必



须塑造新的道德生活方式——建立在个人自主地位和各项权利方面之上的相互关联。这种新

的道德认同方式脱离了外在的宗教，也脱离了道德的纯粹目的，脱离了普遍的道德价值，成

为一种由于利益共契而被动接受的认同。与传统的社会不同，道德体现为不得不的被动状态。

虽然社会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增加了社会连接的紧密度，但是一方面个人的道德

动机和目的（个人良知）基本或彻底分散，另一方面社会的集体良知变的越来越抽象、越来

越弱化。3 个人良知与社会良知越来越分化了。个人的道德良知在主观性中越来越偶然化，

而集体良知缺乏道德性，并且越来越弱化。在机械团结的社会里，教育主要通过对统一的道

德编码系统的灌输而实现个人的道德的同质化，从而形成外部的道德秩序和内部的道德追求

的一致化，虽然教育突出了道德的重要地位，但道德教育的规训和强制还是存在的。在机械

团结的社会里，个人是被强行统一化，因此，在表面的一致中，分化是在内在精神中存在的。

在有机团结的社会里，个人自由的肯定使得道德主观性正当化和合法化，个人之间的道德精

神、道德观念、道德良知的分化不仅是事实，而且在个性的张扬中合理化，因为道德精神的

分化教育难以担当精神教化的使命，于是道德教育要么成为道德或价值判断能力的训练，要

么成为外在的社会规则的认同式学习。4 与强制进行某种模式的道德灌输一样，精神教化的

放弃也是与道德生活相悖的。 

道德引导（moral guidance）和道德生活的分离也是社会分化的重要后果。在社会生活

日趋多元化的分化过程中，道德价值的选择的共识的现实基础已经不再牢固，社会已经不再

有一体化的道德观念、道德价值、道德理想和道德目的，这就给对生活的道德引导造成极大

的困难。5 不论是在社会的道德风尚，还是教育的道德引导，在价值多元化中它们的合理性

与合法性受到质疑。 

 

“如果理性多元论的事实是既定的，公民们就不可能一致认同任何道德权威，

无论是一种神圣的文本，还是神圣的制度。他们不会一致认同某种道德价值的秩序、

或某种诸如自然法一类的指令。”6 

 

在罗尔斯（J. Rawls）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看来，道德观念假如是普遍性的，那也是完备

性的，在一个开放的多元社会里，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道德观念、道德理想、道德目的

是并存的，相互竞争的，没有任何一种完备性的道德观念能够成为统一人们的道德价值的基

础。每个人都是在生活中可以自主选择、确定和调整他们的生活目的和道德理想，形成他们

自己的道德观念。这是他们的自由和权利的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道德教育以自我意识的

方式进行，任何的道德引导和教育可能存在着违背个人道德意愿的道德灌输的风险。人类的

善是异质的，人们的道德目的是不同的，没有统摄一切善的最高的终极的善，因此，使人们

服从于一个道德目的是非理性的，因为这僭越了个人的理性。 

所以，现代性的道德谋划悬置完备性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理想，把它们作为个人自主选择

和决定的事务。由于在道德观念上人们是多元化的，道德教育重要的不是进行特殊的善观念

的传输和建立在这种对善观念的影响基础之上的道德引导，而是形成一种对善生活的观念和

道德观念的宽容、尊重和理解，形成一种选择自己的道德观念的理性。 

这无疑在一定范围内肯定和扩大了个人自由，但也形成了道德的分化，形成了道德引导

和道德生活的分化。道德生活的主体仅仅是一个表达着自己的主观偏好的主体。“伦理价值

只应属于作为个体的人通过自己的力量和劳动而获得的品质和行为等”，7 这就是伦理的偏

好法则。由于各种偏好的平等性以及差异性，道德引导并不能进行善恶是非的价值判断，并

不能指引人追求召唤性的善。道德引导本身已经被连根拔起。政治和社会的中立化和科学化



也是迎合了这一分化的观念，把政治的道德责任仅仅放在合理性上，而放弃了政治与德性生

活的内在责任，这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教育与道德的分离被看作是现代社会运作的重要方

式之一，但后果是政治本身与人们的道德经验发生了分离，道德脱离了政治的属性而成为主

体自身偏好的偶然性，政治排除了道德性而成为中性的与道德无涉的过程，这其实既增加了

政治的危险性，也增加了个人道德的危险性。 

道德的分化使得人们之间无法存在价值的共契。道德引导的缺位使得人们无法获得不同

道德观念之间的相互理解，无法形成共同生活的道德共识。所以，现代性道德基本上是建立

在相互不信任基础上的，建立在人与人的相互不信赖之上。现代的道德个人主义否定休戚与

共的原则，这在现代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8 在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的基础上，道德无法获

得引导和教化。 

现代性道德建立在对人的幽黯意识的防备之上，一方面通过个人的道德义务向政府的道

德义务的转变防止权力的泛滥和暴力，另一方面通过法律的细致化对人性中恶的本能进行规

则化的防备。9 这其实导致了现代性道德的特性，即对人的不信任，道德不是人完成和实现

良善生活的品质，而成为防止人自利的自然本性表现过程中对他人利益侵犯的约束规则。道

德演变成纯粹的社会规范，从而与人的道德自我相分离，道德变成了与利益相关的规则，从

而与生活的品质相分离，人的向善的纯粹良知不再受到重视和培养。结果是，人的道德性不

过是现代社会中的行为的规则性和程序性，道德生活与人性的超越并不是道德的内涵，人不

过是通过道德而成为社会机器的零件。10  

现代性的道德谋划也在理论与实践上形成了道德认识与道德自我、德性的分化。由于现

代性社会里的道德观念是多元化的，道德价值也是多元的，每个人对善和生活的意义抱有多

种观念，而且每个人面临的道德境遇是不同的，对于个人而言，重要的是形成道德判断的理

性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和发展可以帮助个体在不同的情景中做出道德行动，因此个人道德

理性能力的发展比德性品质的形成更重要。人的道德的差异在于道德发展水平的差异，而不

是人的品质的差异。道德教育因此主要是培养道德理性能力的发展，而不是培养道德品质，

因为诸如道德品质这样的个人性状并不存在。11 这样，道德认识能力与人的道德品质被分

离了，个人的美德品质被在不同情景中恒定的认知结构所取代，现代性教育更加重视道德认

识能力的发展，而忽视道德品质的培养。然而，道德认识能力并不是辨别善恶的能力，它仅

仅是一种个人偏好的选择，仅仅是在特定的场合和环境选择偏好或有利的行动的能力，而这

种在特定场合的行动主要基于是否对个体有利的后果的判断之上，所以道德判断能力的强调

可能导致道德成为工具主义的、伦理利己主义的道德。 

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与道德自我、德性的分离使得道德变成了一种认知活动，而德性的

发展、道德自我的形成却不受关注。一个缺乏德性品质的个体如何在具体的生活境遇中去行

使道德判断呢？又如何把一种道德判断和道德认知转化为具体的道德行动呢？如果道德判

断比道德自我更重要，那其实低估了人的优秀的德性品质在给出和坚持道德理想和道德行动

中的作用，也把道德判断、道德行动、道德经验在建构人的道德人格中的作用给剔除了。在

道德个人主义时代，道德观念的自主设定与道德价值的自我选择必然导向对道德判断能力的

强调，而忽视对人的德性品质的培养和对道德精神的培养。实际上，道德判断是建立在人的

道德自我之上的，因为道德自我和道德精神包含着个人对自己做什么样的人的期望，这是一

个人道德判断或认识的基础。因为道德判断主要是个人意见的表达，如果排除了德性和道德

自我中的作用，那么道德行动的价值是难以实现的。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倒是迎合了理性对

道德自由的追求，但是却导致了德性的解体，现代人可能根据自己的偏好去行使道德行动，

但是却与道德自我的发展大相径庭。道德自我的建构被看作私己之事，与道德教育无关了，

或者说，道德教育无涉道德自我的建构，而仅仅能够做到的就是道德认知能力的发展。表面

上看来，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决定自我，但自我本身的内容在道德上已经是不可把握的



了，自我可以是随意地被消解和分割为一系列的角色和功能，而不是德性践行而形成的“我”

之品格的诞生和发展。 

这就意味着道德教育或者教育与道德自我的建构的分离，它已经无法或者不能对道德自

我的建构产生引导价值了。道德教育已经“祛除”了道德价值，本身变成了价值中立的了。
12 这样的分离意味着精神不再是道德教育关怀的中心, 不再是教育关涉的核心问题，精神不

再是教育引导和收获的成就，与精神变革相关的问题被教育抛到九霄云外了。这就意味着人

本身不是道德教育或者教育关注的对象，精神成为一个人在生活的历程、在为人的历程中成

为不可说、不可触及的东西，在没有构成性价值力量的引导下成为遂意漂浮的东西。在这样

的现代性的精神被故意遗忘的条件下，道德教育其实关注的就是道德认知的能力，而教育所

关注的就是职能化的技能和知识而已。 

道德教育对精神的故意遗忘还表现在对精神的自我引导和生成的僭越上，这意味着把一

定的道德偏见强加给精神，试图按照某种外在的意志为精神固定一种普遍的、统一的模式，

这样道德教育并不是为了精神的建构，而是为了工具化的其它目的，这威胁到精神，精神本

身是被扭曲和践踏的。这样的道德教育本身也是与精神的成长相违背的。13 教育从根本上

肢解了精神，使精神不再是精神。 

精神固定一种普遍的、统一的模式，这样道德教育并不是为了精神的建构，而是为了工

具化的其它目的，这威胁到精神，精神本身是被扭曲和践踏的。这样的道德教育本身也是与

精神的成长相违背的。14 教育从根本上肢解了精神，使精神不再是精神。 

 “物义论”的身体 

现时代是“物义论”的时代，也就是以人的“物性”和物的“物性”为生活的阿基米德

点的时代。 

在“物义论”的时代，道德教育把什么样的道德价值置放在生活之中？现代性的德性经

历了什么样的异变？道德教育又是推崇什么样的德性呢？ 

如果存在基础的终极的根源在“神性”，神义被作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和人心秩序

的正当性依据，那么就是“神义论”（theodicy），而如果存在基础的终极的根源在“人性”，

以人自身的实存或属性（比如理性）作为政治、社会、法律秩序与人心秩序的正当性根据，

那就是“人义论”（anthropodicy）。现代性产生的基本过程是从“神义论”转向“人义论”，

这是以人的自由和自持为特征的，人脱离神域而独立，彼岸神圣无法再担当现世秩序的正当

性基础，而根据各种人的实在或属性提出人的生活秩序的正当性基础，道德本身作为人心秩

序成为人的理性“自我立法”的领域。“人义论”的产生意味着人摆脱了超越的根基，而完

全成为自我规定的主体。15 

“人义论”确定了现代性生活的根本原则，这就是道德个体的个人主义和理性化的自我

规定。16 虽然渴求普遍和绝对的道德基础，但由于道德是自我规定的，共有的道德观念难

以产生，个体的或群体的道德观念形成了多元竞争和相互冲突的现代性生活境遇。道德教育

实际上面临着困境。 

“人义论”本身在现代性生活的演变中，不断地把基础转向人的属性，从“精神、理性、

感性、身体”不断本体下移的过程。17 这其实是不断地以人的“物化”为具体化的根据。18 
这种把人自身的“物性化”与把外在自然事物的“物性化”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现代性当下

的生活根基，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的秩序和人心秩序的根源放置在“物性”上，或者以

“物性”为中心，这是“物义论”的核心。 

强调对通过物的享有而实现人的感性的满足，在现代性的历程中是不断深化的。一切都



以物为中心，这是现代性生活的根本特点。因此，道德的终极目的奠基在人的物化的感性上，

物化的感性成为生活的最终导向。感性是以肉身作为本质象征的，就如费尔巴哈（A. L. 
Feuerbach）所说，肉身总体就是自我，就是“我”的实体。肉身的感性化成为现代道德哲

学的一个决定性的转向，这一转向虽然受到现代人的实存状态的影响，但是从人的“自我保

存”的自然权利的古典政治哲学到现代的生命哲学的不同版本，哲学本身完成了这一肉身化

的指向和转向，从观念的构造上把肉身的解放和物性的张扬作为现代性生活秩序的基础。19  

肉身是以“物性”本身为特征的，这意味着在现代性的转变过程中，人的身体被作为纯

粹的物性，而“物性”作为欲望权利的特性被主张。“物性”权利的实现在现代生活里取得

了正当性。在古典理性中，被管制、被约束、被理性引导的身体的欲望、本能等获得了解放。

道德等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实现人的物性为目的。快感（幸福）的生产行为、快感的享用

不折不扣的是身体性的社会实践，现代性生活从身体的角度获得它的总体的解释性意义和目

的。 

在道德哲学和道德教育的传统中，对于精神灵魂来说，身体是牢不可破的枷锁和监狱。

身体在道德上，具有一种歉疚感和卑劣感，因此，身体是道德训诫的对象，道德的基础是理

性，是精神，善是灵魂的和谐，是内心世界的理性状态。身体随时爆发的冲动正是对这种和

谐理性的粗暴破坏，它因此总是处在善的反面，处在道德所不齿的位置。在柏拉图的二元论

传统中，身体基本上处在被灵魂所宰制的卑贱位置，在道德上身体永远处于理性“鞭笞”的

地位。某些形式的严酷的道德教育虽然面向精神和灵魂的纯洁，但却是直接以身体的物性为

处理对象，道德训诫成为针对身体的暴力。精神灵魂的纯洁虽然与身体所代表的肉体感觉的

放纵具有一定的矛盾，但对身体本身的压制却导致对人进行严酷的道德规训。 

这样，在道德教育的规训中，身体的物性首先成为被限制的对象，被惩戒的对象。在尼

采看来，迄今为止的历史就是同生命本能做斗争的历史20，道德实践是在对肉体的轻蔑中进

行的。21 由于把身体看作是低级、感性、欲望、邪念等，在身体与理性的抗战中，身体是

一切感性物的代表。对身体的残酷性，是在不断的精神化和神圣化的名义下进行的，道德化

使人这种动物最终学会了对自己的所有本能感到羞耻，在成为“天使”的道路上，厌恶自己

的单纯和快乐，对生命本身失去了兴致。22 身体是物性化的，也就是说，它充溢着压倒性

的冲动和欲望。这些冲动、驱力和激情都具有生命意志。身体是所有冲动、驱力和激情构成

的整体结构。对身体的解放，也就是解放身体的物性的意志。23 

道德教育的各种各样的实践内容和组织形式，它的各种各样的控制技术，它的各种各样

的道德教育事件，都将身体作为一个焦点，都对身体进行精心的规划、表现和制约。特别是

在道德越轨中，对身体的惩罚好像就是精神能够获得升华的惟一条件，在道德修养中，对身

体的物性的抑制作为道德品格的重要的方式，这是对身体的物性化贬低。福柯考察了对身体

的道德规训史，社会惩罚，最终涉及的总是身体，规训造就它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通

过身体最终形成对精神的安排和征服。因此，在教育的规训中，身体是备受处置的身体，是

被宰制、改造、矫正和规范化的身体，是被一遍遍反复训练的身体。24 我们看到，在规训

中，个体的身体不再是洋溢着生命精神的身体，不再是洋溢着自由活力的身体。25  

道德教育与纪律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对身体规训的形态。这是对人的行为的确定化和规则

化，因为纪律的实施是为了符合常规的身体行为的产生。在一定意义上说，纪律对社会来说

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纪律是对人的欲望控制的重要方式，纪律的目的是秩序，因此是道

德教育进行的主要方式。26 但纪律是针对身体的，不合理的纪律和严酷的纪律是压制身体

的方式。道德教育的苛刻有时也体现在纪律的苛刻上，但是苛刻的纪律和惩罚造成身体的驯

服性。 

 



“纪律的历史环境是，当时产生了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

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

使人体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纪律制造出

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顺的’的肉体。” 27 

 

对身体的规训的目的在于抑制身体的物性，在身体的驯顺中实现精神的净化。在“神义

论”和“人义论”的传统中，身体的物性被从精神的统一性中抽取出来，身体被当作精神下

位的工具。在现代性生产的过程中，个性解放呼吁把身体从被贬低和被压抑的状态中解放出

来，人的自然的物性的张扬作为实现人的解放的主要标志，也被看作是新道德的标志。道德

及道德教育从对身体的规训方式逐渐地走向了道德以身体的物性的解放为基础。总体上看，

现代的“物义论”的道德教育已经形成。这是以身体的物性的张扬为特征的。 

显然，这样一个身体再也不是精神支配下的被动器具了，身体跳出了精神长期以来对它

的操纵和摆布圈套，跳出了那个漫长的二元叙事传统，跳出了原来那种心甘情愿的屈从位置，

身体的物性获得了解放和张扬。但是，身体取代或者颠倒了精神，甩掉了精神，漠视精神的

存在，进而成为主动的而且是惟一的解释性力量：身体完全可以自我做主了，它根据它自身

的力量可以从各个角度对世界作出解释、估价和透视，向自然、政治、经济、社会、道德、

知识提出诉求。身体及其物性在解放过程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它全部或者部分地影响、主

宰着所有的人类生活领域，如，政治领域、道德领域、知识领域和审美领域，经济领域自不

待言。 

在身体解放中，对身体本身的道德立场的转变促使身体超越了精神，成为形而上的主宰，

身体成为世界的中心。虽然道德教育还存在着，但其基本的框架是为了身体的物性的展开，

或者从根本上说，教育是为了实现身体的物性的。一反为了精神的纯洁本质而对身体的改造

和生产，“物义论”为了身体的解放而彻底地放逐精神。在重视自己的身体的物性过程中，

现代人崇敬能够满足身体感觉的物质，不再看重自己的精神品格是怎样的，不在乎精神拥有

什么，而看重身体能够享有什么确定性的东西。现代性的教育本质上是为了个人在未来能够

获得什么确切的东西如货币等服务的。“物性”教育或者“物义论”的教育完全围绕个体的

身体而进行，彻底的放逐和遗忘了人的精神。 

虽然现代性教育为了身体物性的解放而开展，但是身体本身还是处在严苛的规训之下

的，对身体的生产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这种对身体的重置和改造是为了身体本身的物性更

多实现而进行的。身体的解放其实导向身体的更严重的控制。 

在现代性的经济和技术社会里，生活重心向身体的转向导向了身体的控制，工业文明、

机械、商品社会虽然为着身体的欲望的满足，但并没有为身体制造真正的快乐；巨大的物质

财富和发达的社会技术仿佛完全依赖着身体的有用性。身体必须为那些遥不可及的渺茫远景

从事种种苦役。社会生产也围绕着规则化和技能自动化的身体而运转，因为对于工业社会的

意识形态而言，只有身体的失控才是一个致命的威胁，身体的欲望反而是不断利用和开发的

对象。一方面是身体物性的彻底解放，另一方面是对身体的训练。身体再度在两极化中被赋

予特殊的生活位置。理性主义传统对身体的压抑是为了精神的纯洁，而现代性的身体的微观

控制把身体作为实现外在目的的手段。 

现代性道德因此是一种围绕“身体”的生活态度的建立。这是道德生活的“身体化”，

即所有审美的情趣、道德的取向、社会的安置都以身体的“物性”为转移。生活的目的取向

的重点从灵魂或精神指向了身体，这一指向意味着主体性的肉身化或者物性化，即主体是以

身体和物性为表证的，是以身体的感受性——快感的形成为特征的。28 



 

“隐藏在一切艺术享受和感性创造背后的基本力量是快感官能，感性个体靠这

种力量实现真正的自我，获得人生的最高的、惟一的幸福。传统神义论对生命意

义以及幸福和善意问题的解答已被宣告无效，享受感性快感的程度，成为对人生

的终极辩护……。”29 

 

身体的物性的充分展现，构成了感觉、物对意义、精神的全面颠覆，现代生活感觉化的

结构品质已经形成。感觉至上意味着身体物性的优先性。身体成为利益的承担者，身体不再

是精神提升的现实负担，而是主体实现自我的惟一表现者，即惟有通过身体的生产和自我生

产、满足和自我满足才能证明自我的存在，身体成为在世的主体性的代表（agent）。 

身体的空间性其实把身体的感觉和需要推向境遇化和相对化。在身体构造以物性化的利

益为核心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诉求时，伴随着身体的空间位置的变化，道德意识和道德诉求就

发生了变化，为了实现身体的物性，身体对周遭的反应不会使人具有超验的精神追求，不会

牵涉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恒定的道德追求，而是通过对利益满足物的环境认知，确定自己的感

觉对象。 

身体的物质时间成为存在时间的界限，这使得人生以身体的有限性作为物性幸福追求的

根基。身体的感觉的优先性促使“享受”为有限性得以克服的生命追求，而不是把精神人格

本身的优秀化作为人生的天职。只有身体在时间中存在，身体的属己性证明幸福就是存在的，

幸福本身就是以身体在时间空间中的物性感觉的实现为本的，在时空中的真实感觉才能使身

体获得幸福的体验。这就意味着幸福在身体优先性的时代已经物化了，尽管人们把精神享受

作为一种标志，但是，所谓的精神不过是感觉化的身体欲望另一种形式而已。30 身体才是

感受的接受者，它接受物的能力使它成为承担快感的工具，保持身体适切地获得快乐的能力

和状态是训练身体的根本目的，身体成为快感的工具，而身体的适应能力成为教育和训练的

目的，成为身体所有者必须加以控制的对象，使它适应享乐和解放的体验，而解放又需要对

身体进行快感的适应能力的训练，身体的解放又导向了身体的定向化。 

道德教育本身对个我身体的塑造和生产，是在身体感觉至上的基础上进行的，目的是通

过对身体的驯服、训练、定型、技能化使身体更有效地获得感觉需要的满足，使身体成为一

个主体化的感觉体。 

 

“瓦莱里曾预言，身体主义将是这个时代终结时的邪教，确实说准了。身体崇

拜尤其表现在各种文化和思想层次上对快感的肯定和发现，一旦文化制度或个体存

在的意义奠定在身体之上，而这具身体又脱掉了理念的制服，就得服从身体的本然

原则：自性的冲动和快乐或合意的自虐。”31 

现代的德性与布尔乔亚人 

既然物性生存的正当性在于身体是现代性最为重要的转向，那么道德为着身体发生了怎

样的变异呢？道德价值发生了怎样的颠覆呢？或者现代性的道德教育生产了什么样的德性

并使之迎合身体的物性存在呢？ 

物性的身体获得的快感是与外部世界的物性的刺激联系在一起的，于是主体与外部世界

的关系发生了转化，主体以获得满足物的方式把身体与世界联系起来，一方面对身体进行改

造，突出感觉的物性，这是解放的身体，另一方面把外部世界彻底物化，看重世界的使用价



值，突出了人的感性中心论。这两个方面都体现了道德价值的颠覆。一种治理自我的优化人

格的取向被身体的物性快感的彻底张扬而代替，身体沉溺于物，造成对自然世界的技术掠夺。 

这其实导致了人们的道德价值偏好序列的现代性转化，在道德心态上，现代人走向了以

“物”为中心的价值追求的结构，这是个人的生活体验和世界态度的变化，因此，个人对外

在世界的价值秩序的理解与设定，必然发生根本性的变动。生活体验以“快感”为中心，而

不是以高尚道德的本真实现为追求，对世界的基本态度转向了非伦理的占有、利用或获取，

道德的关系转向了利益关系。在个人的道德意识中，实用价值、使用价值超越了生命价值，

所以生活方式的价值评价和生活世界的价值评价都以“物性”为转移，现代人的伦理结构中

最推崇的就是对己对物的使用价值的追求。32 这意味着个体核心的道德目的的转化，它影

响着个人的道德价值的编码顺序，个人正是在这一价值偏爱秩序的规定下生活和生存的。 

现代性的伦理德性已经从韦伯所说的勤俭、信实、禁欲等转向解放、放纵等，一种根本

上以“享乐”或“行乐”为中心的伦理精神。这是在舍勒所谓的“怨恨”心态下的寻求认可

的愿望。以身体为中心的新人在“怨恨”的心态下追求财富和利益，并力图获得承认。33 表
面上是一种自我限制的德性的改造，而实际上是对德性的功利主义的利用，德性成为追求财

富和利益的工具，这种精神状态的人其实是为了创造纵情行乐的机会和条件。34 人的自由

意志朝着无限制的物质欲望扑去，把主体自身和世界都发展为物质的形态和秩序。现代的德

性的确把与德性相关的美好生活都置于种种的感性快乐之下，而且这一德性体系与享受感性

快乐的个人的人格养育没有直接的关联，这就是存在经验与道德价值的断裂。35 这样的德

性的变异促使道德教育本身转向了感性快乐的身体，而不是精神人格本身。现代的德性是群

众行乐的条件。这是本能向精神的造反，是现代人的身体的物性本能、感性的满足欲望颠覆

或镇压精神理念的“道德造反”。 

这其实意味着人性本身的转化，意味着人性的培育形式的转化。“物义论”的道德培育

形式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法则：个人的伦理追求在于形成通过自己的受过教育过程和劳动过程

获得可见事物的品质。道德品质成为每个人获得物性利益的品质，而培育形式在着力提高这

种品质。每个人如果要获利，所着力培育的品性就是谋取利益的品性，品质高低乃是由获得

利益的多寡而衡量的，而不是由道德价值来判断，高尚、丰富的品性或者具有道德价值的品

性是贬值的。培育形式的变化其实意味着道德体验的变化，只有那些能够获得可见之利的品

质才可能具有内在的价值感，而这一体验形式和培育方式则表示着人性的建构的变化。 

在涉及到相互交往关系的道德问题上，这样的培育形式把道德价值和道德判断完全划定

在个人范围内，产生“有限责任”即划定个人的道德责任的范围的现象，每个人仅仅为自己

的利益和自己的领域负责，而拒绝为他人或共同的恶、共同的罪承担罪责意识。培育形式着

力教导个人的是权利和责任范围。因此，否定人的道德上的休戚与共是一种必然的后果，因

为，道德的完全个人化使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道德不信任的态度。36 反过来，这种

人与人之间道德上的不信任，彻底地加速了人的个体化过程，摧毁了道德共契的态度和行为，

把以道德团结为纽带的和谐的生活秩序转化为以利益为纽带的竞争的生活秩序。因为道德的

根基在自我利益上，所以社会生活倾向于竞争个人的利益，或者说社会制度把竞争作为一种

隐藏性的动力，制造出竞争的结构，这使得人们把个人利益的竞争性获得看作是社会支持的，

也是最合理的，获得较多的自我的消费利益是因为个人有相当的能力，是理所当然的，而那

些没有办法获得自我利益的人被认为是个人素质不高，因而是应得的，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

义的意识形态。这种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建制实际上强调的是“丛林法则”。这导向的是人

与人之间的怨恨状态，从而对道德价值秩序的打击是巨大的。37 

这意味着德性的变异。现代的德性是在新的价值取向下型构的，那些个人化的获得利益

的德性品质被抬高为普遍的值得崇尚的品质，这是以“获利”和“享乐”为根本目的的。个



人的幸福由物的价值及象征所表现，追求美好生活意味着追求欲望的满足，与人的道德德性

不再有关。生活转变成占有式的生活。因为占有的满足相对于欲望的产生是有限的，因此个

人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和体验是在对物的占有的无限渴望中的，永远处在欠缺和追逐状态中。

物性化的生活排除了德性（美德）在占有中的位置，生活不再是个人在生活中追求德性和美

好价值的过程。 

在这种价值和德性颠倒的情况下，个人变成了物性化的存在。道德成为个人的性能，而

性能的提高是为了能够获得更大的个人利益。个人的自我利益作为生活的运行原则，而所谓

的品格或者德性成为获得被消费和进行消费的能力和心智。这就是现代的道德精神。因此现

代精神基本上颠覆了维系社会生活和人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德性，拔除了道德的根基——德

性品质，反而建立了新的伦理准则，那就是欲望满足的品味。 

在现代的消费型社会中，道德价值的评价发生了颠覆，消费主义建立了新的品质观，它

注重精明能干，富有心计，关键的是，那些有利于消费利益的获得的品性得到促进。促进美

善生活的德性渐渐被忘却。因为德性于消费欲望的满足是“无能的”，因为德性专注于道德

价值的实现，而不是欲望的满足。在占有的消费生活方式中，个人考虑的是怎样通过自己的

才干和技巧获得更多的欲望满足，并不考虑道德的善的问题，不考虑道德价值的非功利的实

现。 

算计、功利、技巧、机敏、有实用知识等生活的技能被看作是获得幸福生活的重要的品

质，因为这些技能是获得个人物性利益的条件。所谓的素质成为获得消费利益的手段，人靠

算计、机敏、强大等尽可能地击败竞争对手。勇敢的德性成为追逐个人消费利益的肆无忌惮；

而正义的德性，不再是为善而善，而是一种对个人消费利益的执着地保护；克制的德性变成

了消费中的潇洒、浪费甚至是挥霍；智能成为精明和算计。38 

精神本质的颠覆和德性的变异迫使现实的教育转向身体功能的训练，重新构造教育的价

值与方式，着重塑造符合“物义论”时代的价值和道德，塑造适应当下实存的体验结构和欲

望结构。教育的对新的人性的生产意味着一种新的人性状态的流行。这就是教育与社会共谋

培养的具有新的精神气质的人——布尔乔亚气质。39 

布尔乔亚人是无爱的。无爱意味着布尔乔亚人过着一种庸俗的生活，而不是精神完满的

生活，他们不追求精神完满的生活，而是追逐个人利益的完全实现。无爱的生活是没有追求

的生活，因而就是堕落的生活。因为在精神匮乏中不去追求，他们在物质的丰盈中缺乏过一

种完满生活的可能性。在布尔乔亚人的生活中金钱和享乐是至上的，这就是西美尔

（G.Simmel）所谓的金钱的生活风格。这种生活是缺乏激情的生活，是把灵魂撕裂为肉体

与利欲的生活，它遗忘了肉体是精神的物质化。向爱而生是向死而生的本质，这是哲学的生

活方式的特征。向爱而生意味着向着美好的生活而生活。生活必须受到爱的牵引，无爱的生

活无疑是沉迷于快感和感官快乐的堕落生活之中。 

布尔乔亚人是无灵的。无灵的生活是没有神性灌注的，也就是没有精神理念的生活，没

有理想的生活。布尔乔亚人根本不相信存在生活理念和精神理想这样的东西，他们的生活因

此也不追求理想，而是追求实在的东西。没有理想给现实的生活灌注灵性，没有理念把完整

的生活连结起来，生活仅仅是追逐不同利益的离散性行动，生活与精神的完整性失去关联，

生活的可能性并不是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理解之中，而是对实现利欲的可能性的算计，布尔

乔亚人因此利欲熏心。布尔乔亚人没有幸福可言，因为幸福是对美好生活的理念中以德性为

本的生活行动的体验。亚里士多德的“eudaimonia”的原意就是“有灵”，所指的幸福就是

有一种灵性灌注的生活，这种生活带来了丰富的可能性，既使得生活本身是完整和和谐的，

又使得德性实现了优秀和卓越。有灵的生活也是有勇气的生活，因为精神的灵为他追求价值、

克服困难带来了勇往直前的勇气。 



布尔乔亚人是无德的。他们是伪善者。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私利，而不关心他人的疾苦，

他们把社会与他人都作为实现自己一己之利的手段或工具。布尔乔亚人是既得利益者，他们

是控制社会的精英，他们是优越者，他们把自己真实的意图掩盖在社会的公共利益之下，但

却是在欺骗社会和大众的过程中获得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布尔乔亚人的人性品质正如霍布

斯所言的，是把自己之外的一切当作占有和掠夺的对象的野兽品质，他们在心理上与所有的

人为敌，向所有的人开战，因为他们把所有的他人都看作是自己利益的竞争对手。布尔乔亚

人无意塑造自己的精神品质，也不在乎社会的道德风尚。他们的道德是娱乐化的，他们的世

界也是娱乐世界，他们把严峻的生活轻松化，但同时也把善与恶的界限消解了，因为他们并

不想承担善与恶的选择带来的生活严峻性。 

布尔乔亚人是无诗的。诗的生活是对话的生活，在诗中，一切都是以“你”的方式存在

在世界中的，诗因此把一切你眼中的事务邀请到心灵中，面对面地畅谈。而布尔乔亚人眼中

的一切都是以“他者”的方式存在，而且把他者当作是可资利用的。布尔乔亚人因此是无诗

的。诗是通过象征而思世界的最好的方式，诗的方式其实是用心灵看世界、思世界、说世界

的最适宜的方式，这种思与诗建立了世界的亲密的“我——你”联系。世界不是利用的对象，

而是相依、相为的关系。布尔乔亚人并不喜欢诗，因为他们认为诗过于虚幻和理想，与他们

追求的“实”的生活方式相差太远，所以他们鄙弃诗，也放弃了对神圣之物的象征性言说和

联系，他们的眼光超越不出“实利”，因此他们的灵魂也失去了飞升的翅膀。 

看看我们自己，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布尔乔亚人是否是一种十分畅销的人性状态？我

们的教育是否在着力培养这样的精神气质？说不定我们自己就是布尔乔亚人。这样的“物义

论”的享乐生活是否恰恰营造了韦伯（M. Weber）所说的铁笼？如果是，我们可能不得不

生活在铁笼之内，因为铁笼笼罩了全部的生活世界。流行的发展至上主义的政治所承诺的富

足本身是否加固着这个铁笼、并鼓励着在这样的铁笼中享乐的精神状态？ 

“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

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有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

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

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

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40
 

这样的文明也许恰恰是我们的伦理困境，适应更大的铁笼般的教育制造着麻木的心态。

我们如何挣脱这个铁笼呢？在没有先知的时代，是否还有一种促发人逐渐摆脱麻木的根本的

道德及道德教育的永恒的根基呢？如果没有根基，我们将何去何从呢？如果有根基，那么究

竟是什么呢？这个历史已经提供了太多的虚假的真理，以致人们不再相信存在着不为人知的

真理。当然，我们的理性永远无法获得完美的关于真理的“真理”。 

我们已经处在无所适从的现代性困境中了，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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